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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我国提出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为探究该目标实现的可达性，以

浙江省为例，充分考虑人口、人均 GDP、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耗强度、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

建立了修正的 STIRPAT 模型，经过实证分析发现该模型精确度良好，R
2
值达到 0.982，能够很好地预测未来浙江省

的碳排放。设定三种情景对浙江省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时间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基准情景、低碳情景和强化低碳情

景下浙江省均能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目标。通过分析模型系数发现人口、能源结构、人均 GDP 是影响浙江省碳

减排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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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78 年以来，浙江省全省生产总值增长了约 500 倍[1]。然而，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大量能源的消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时也导致了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高速增长[2]。在所有温室气体中，CO2排放占比高达 90%以上，CO2的减排对减缓气候恶化具有重

要影响，因此，控制 CO2排放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3]。实际上，近 10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 CO2排放国[4]，中国 CO2

排放量约占全球总排放量的 29%[5]。为了缓解国内环境恶化和国际气候谈判带来的双重压力，我国在发布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

声明”中宣布了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目标的核心内容是承诺到 2030年或更早使 CO2排放量达到峰值[6]，在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

习近平主席再一次宣布，中国力争在 2030年前实现 CO2排放达峰[7]。 

为此，各行业、各省市都在紧急编制碳达峰行动方案，发布碳达峰目标。浙江省作为中国的经济强省，绿色产业规模位居全

国前列，在绿色环保方面一直是国内的排头兵，而是否能够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绿色低碳发展新征程中继续发挥领头羊作用

对于全国区域的碳达峰、碳中和至关重要。为实现碳达峰这一目标，了解碳排放现状，分析影响因素，预测碳排放峰值和未来碳

排放量，就成了碳减排工作的当务之急。 

国内外学术界已有大量关于中国整体、区域和省级层面的碳排放预测研究。从中国整体层面来讲，据国际能源署[8]预测，我

国预计在 2025年实现碳达峰，此时的 CO2排放量为 96.8亿吨。而在 Nature Sustainability发表的中美合作研究[9]通过分析我

国现行减排政策和结构模型预测，发现我国在 2030 年前能实现 CO2的排放峰值。Ma 等
[10]
基于 Kaya-LMDI 模型分析了各种驱动因

素对中国能源消耗碳排放的影响，发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加速不利于减少碳排放，降低能耗，调整行业内部结构，完善

经济政策体系，是促进未来中国低碳发展的重要手段。Su&Lee[11]引入理论和实证模型估算了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峰值。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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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8年，中国碳排放可能达到峰值，估计为 117.70MtCO2e。从政策层面研究发现，碳定价和全国碳排放交易计划是促进能源

过渡和清洁煤技术的最重要手段。褚力其等[12]应用 GDIM 分析了 1985—2017 年我国农业方面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发现财政支出

规模作为第一驱动力，贡献率达到 39.28%。此外，设定动态情景预测我国在政策规制和绿色低碳情景下均能在 2030前实现农业

排放碳达峰。不同学者有关国家层面 CO2排放峰值时间预测略有不同，但基本都在 2030 年之前。从区域层面分析，邓小乐和孙

慧[13]设置 8种情景对西北五省(新疆、宁夏、陕西、青海和甘肃)的碳排放趋势进行了预测，在 2030年前西北五省若要实现碳达

峰，关键在于碳排放强度的控制。刘彦迪[14]基于广义迪氏指数分析了影响我国东部、中部、东北部和西部四个区域 CO2排放的因

素，发现能源消耗、经济发展、人均碳排放、单位 GDP碳排放强度均是影响 CO2排放的主要因素。同时，分情景预测四大区域碳

达峰时间，在最优路径下东部和东北部于 2025年率先达峰，西部和中部于 2030年达峰。曹丽斌等[15]使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预

测了“新冠”疫情影响下长三角城市群 CO2排放达峰时间，已有 19 个城市具备在 2025 年前达峰的条件，其中就包括浙江省宁

波、湖州、杭州、嘉兴和温州 5个城市。臧宏宽等
[16]
研究了 2015—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情况，并结合

世界资源研究所[17]提出的达峰判断理论，判定北京、天津、承德、唐山、石家庄和邯郸目前已实现碳达峰，其他城市 CO2排放量

还处于增长状态，还未实现达峰。就具体省份而言，赵荣钦等[18]通过 STIRPAT模型以及情景分析法预测了河南省包含能源消费、

食物消费、农业活动和废弃物四方面在内的碳排放峰值，发现在低碳情景下河南省在 2030年前不能实现碳达峰目标，如果同时

考虑碳吸收补偿，即可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马彩云等[19]使用灰色预测模型预测了 2017—2021 年安徽省建筑业碳排放量，

研究表明其直接碳排放量仍未达到峰值。王磊
[20]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预测天津市 2015 年 CO2排放量为 69729 万吨，是仅考虑终端

产品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的 2.75倍，由此表明中间产品消费导致的碳排放也不容忽视。 

目前，还没有相关文献从全省层面对浙江省碳排放峰值进行预测分析，此外结合情景分析法的 STIRPAT 模型，使用简单方

便，能够考虑多种因素影响，同时，该模型克服了 Kaya方程和 IPAT模型的缺陷(所有因素以相同的比例影响碳排放)，已被多个

学者用来预测碳排放[11,13,18,21,22]。因此，本文以浙江省为例，运用改进的 STIRPAT模型，选择六个因素作为自变量：人口(P)、人

均 GDP(A)、碳排放强度(T)、能源消耗强度(Ps)、能源结构(Es)、产业结构(Is)，运用回归检验(PLS法)进行实证分析，并结合情

景预测法对 2020—2030年浙江省碳排放量进行预测，以期为浙江省低碳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和数据 

1.1研究方法和模型构建 

碳排放量的预测是确定最佳碳排放路径的关键问题。IPAT 模型通过反映人口，富裕度和技术的综合影响来预测一个国家的

碳排放量[23]。York 等[24,25]通过比例效应假设研究指明了 IPAT 模型的局限性，同时，对 IPAT 模型进行了改进得到随机效应模型

(STIRPAT)。STIRPAT模型，即公式(1)的基础是研究人口、财富和技术对环境的随机效应的回归分析
[26]
。 

 

式中：a、b、c、d代表各指标的弹性系数。 

扩展的 STIRPAT模型表示为： 

 

式中：全国碳排放量(C)单位为万吨；人口(P)单位为万人；人均 GDP(A)单位为万元/人；碳排放强度(T)单位为吨/万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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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消耗强度(Ps)单位为吨标煤/万元、能源结构(Es)为百分比%；产业结构(Is第二产业占比)为百分比%；e、f、g代表各指标的弹

性系数；h表示误差。 

1.2数据来源和说明 

本文碳排放数据来自中国碳排放数据库，各变量来自历年浙江省统计年鉴(表 1)。 

表 1 STIRPAT模型数据说明 

数据名称 数据说明 来源 

碳排放量(C) CO2排放量 中国碳排放数据库 

人口(P) 浙江省年末常住人口 浙江省统计年鉴 

人均 GDP(A) 年末常住人口 GDP(2005年不变价) 浙江省年鉴数据计算 

碳排放强度(T) 碳排放 GDP(2005年不变价) 浙江省年鉴数据计算 

能源消耗强度(Ps) 能源消耗量 GDP(2005年不变价) 浙江省年鉴数据计算 

能源结构(Es) 煤炭消耗量能源消耗总量 
2005年依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2006—2017年来自浙江省统计数据库 

产业结构(Is) 第二产业附加值 GDP 浙江省统计年鉴 

 

扩展的 STIRPAT模型实证数据来源于历年的浙江省统计年鉴[1]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06》[27]，对所选指标进行整理，得到

如表 2所示的数据。 

表 2 2005—2017年浙江省碳排放及相关指标 

年份 
碳排放量 

/万吨 

人口 

/万人 

人均 GDP 

/(万元/人) 

碳排放强度 

(吨/万元) 

能源消耗强度 

/(吨标煤/万元) 

能源结构 

/% 

产业结构 

/% 

2005 26735.37 4990.90 2.61 2.05 0.92 57.62 53.40 

2006 30217.94 5071.80 2.93 2.03 0.89 62.63 54.20 

2007 32615.74 5154.90 3.30 1.92 0.85 65.75 54.30 

2008 33875.49 5212.40 3.59 1.81 0.81 63.81 54.10 

2009 35196.87 5275.50 3.87 1.72 0.76 63.2 52.00 

2010 37576.71 5446.51 4.19 1.65 0.74 61.3 51.60 

2011 39862.27 5463.00 4.56 1.60 0.72 60.8 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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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38359.35 5477.00 4.91 1.43 0.67 58.3 49.60 

2013 38756.09 5498.00 5.30 1.33 0.64 56.8 48.60 

2014 38079.47 5508.00 5.70 1.21 0.60 54.4 48.90 

2015 38150.13 5539.00 6.12 1.13 0.58 52.4 47.40 

2016 37917.65 5590.00 6.52 1.04 0.56 50.8 45.60 

2017 40144.00 5657.00 6.94 1.02 0.54 49.8 44.40 

 

2 基于扩展后 STIRPAT 模型实证分析 

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多重共线性是 STIRPAT模型的主要缺点[28]，而通过偏最小二乘回归(PLS)可以解决这一问题[29]。首先需要

分析各因素间的相关性，然后对自变量进行降维提取主成分(因子分析法)，最后进行回归求得 STIRPAT模型。 

2.1变量相关性分析 

对本文中的 6 个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和相关性矩阵如表 3～表 5 所示。由表 3分析可知，KMO检验值

为 0.788，根据表 4KMO检验度量标准
[30]
判断 6个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的 P<0.001，拒绝原假设，说明表 5

不同于单位矩阵，各个变量间存在相关性可以做因子分析[28]。 

表 3 KMO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取样适切性量数 0.788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88.953 

自由度 15 

显著性 0.000 

 

表 4 KMO检验度量标准 

值的范围 适合程度 值的范围 适合程度 

大于 0.9 非常适合 0.6～0.7 勉强适合 

0.8～0.9 很适合 0.5～0.6 不太适合 

0.7～0.8 适合 小于 0.5 适合 

 

表 5相关性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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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P A T    

相关性 

P 1.000 0.973 -.918 -0.953 -0.699 -0.883 

A 0.973 1.000 -.979 -0.995 -0.796 -0.939 

T -0.918 -0.979 1.000 0.993 0.892 0.973 

Ps -0.953 -0.995 0.993 1.000 0.848 0.960 

Es -0.699 -0.796 0.892 0.848 1.000 0.928 

Is -0.883 -0.939 0.973 0.960 0.928 1.000 

显著性(单尾) 

P  0.000 0.000 0.000 0.004 0.000 

A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T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Ps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Es 0.004 0.001 0.000 0.000  0.000 

Is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从表 5 可看出大部分变量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其中 A与 T、Ps、Is之间存在很高的负相关性，相关性达到-0.979、-0.995、

-0.939。T与 Ps、Is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相关性达到 0.993、0.973。Ps和 Es、Is之间也存在高度正相关，其中，Ps和 Is的

相关性(0.960)高于 Ps和 Es的相关性(0.848)，这说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能源结构优化相比更有利于能耗的降低。 

2.2因子分析及模型参数确定 

因子分析结果见表 6。从表 6分析可知，提取前 2个成分即可充分解释所有变量对碳排放的影响，这 2个主成分分别解释总

方差的 93.091%和 5.976%，方差累计贡献率达到 99.067%。 

表 6总方差解释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1 5.585 93.091 93.091 5.585 93.091 93.091 3.394 56.570 56.570 

2 0.359 5.976 99.067 0.359 5.976 99.067 2.550 42.497 99.067 

3 0.034 0.574 99.642       

4 0.020 0.326 99.968       

5 0.001 0.022 99.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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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001 0.011 100.000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然后进行回归分析，计算得到 STIRPAT模型为： 

 

从上述回归方程分析可知，各因素对碳排放影响程度为：人口>能源结构>能源消耗强度>人均 GDP>碳排放强度>产业结构。

即在其他变量一定的情况下，人口每增长 1%，碳排放量增长 0.72%；煤炭比重每增长 1%，碳排放量增长 0.24%；人均 GDP每增长

1%，碳排放量增长 0.06%；二次产业比重每增长 1%，碳排放量增长 0.01%。碳排放强度和能源消费强度系数为负，对碳排放具有

负向作用，这虽然与经济理论相悖，但是与张哲等[29]、孙文静[31]、宋晓晖等[32]研究结论相似，这是由于指标选取不够全面造成的，

也反映出浙江省对于碳排放相关活动监管力度的不足
[31]
以及碳排放相关指标信息公开的透明度较低。 

2005—2017 年浙江省实际碳排放量与模型拟合结果见图 1，拟合数值与真实值的误差比见表 7，除 2005 年的拟合结果误差

绝对值大于 10%外，其他年份拟合结果误差绝对值均在 10%以内，与同类的研究相比[28]，误差较小在可接受范围内。 

 

图 1浙江省 2005—2017年实际碳排放与 STIRPAT模型模拟碳排放 

表 7碳排放模型拟合数值与实际值对比分析 

年份 实际碳排放量 模拟碳排放量 误差比 

2005 26735.37 31777.17 -18.86% 

2006 30217.94 33139.01 -9.67% 

2007 32615.74 34340.88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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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33875.49 34753.68 -2.59% 

2009 35196.87 35323.46 -0.36% 

2010 37576.71 36196.60 3.67% 

2011 39862.27 36501.17 8.43% 

2012 38359.35 36656.34 4.44% 

2013 38756.09 36901.70 4.78% 

2014 38079.47 37005.29 2.82% 

2015 38150.13 37156.23 2.61% 

2016 37917.65 37452.06 1.23% 

2017 40144.00 37864.98 5.68% 

 

3 浙江省碳排放预测研究 

3.1情景分析和参数设定 

为了更全面地预测浙江省 CO2 排放情况，本文从经济社会发展和减排相关的两类因素考虑设定了三种碳排放情景。(1)基准

情景，参考浙江省目前应对气候变化以及能源相关的政策文件，按照常规发展速度预测人口、人均 GDP、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耗

强度、能源结构、产业结构 6 个因素的变化。(2)低碳情景，以基准情景为基础，除推行各项气候变化应对和能源优化政策外，

还要加强低碳转型，在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耗强度、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方面取得一定突破。(3)强化低碳情景，基于低碳情景

进一步加强调控，积极出台各项低碳措施，在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耗强度、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浙江省将全

面开启低碳发展之路。 

使用 STIRPAT模型，确定人口、人均 GDP、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耗强度、能源结构、产业结构 6个碳排放影响因素，并设定

低、中、高三种变化率来对各影响因素进行预测，三种碳排放预测情景下各因素变化速度见表 8。 

表 8三种碳排放预测情景下各因素变化速度 

数据名称 基准情景 低碳情景 强化低碳情景 

人口(P) 高 中 低 

人均 GDP(A) 高 中 中 

碳排放强度(T) 低 中 高 

能源消耗强度(Ps) 低 中 高 

能源结构(Es) 低 中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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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Is) 低 中 高 

 

人口(P)：根据联合国预测，设定 2021—2025年浙江省人口低、中、高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0.82%、1.12%、1.34%；2026—2030

年低、中、高年均增长率 0.34%、0.66%、1.04%；2031—2035年低、中、高年均增长率-0.15%、0.19%、0.68%。 

人均 GDP(A)：以 2005 年不变价计，浙江省自 2005 年以来，人均 GDP呈上升趋势，但是增长率逐渐下降。同时，考虑“新

冠”疫情影响，设定 2021—2025 年中速率和高速率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5.8%和 6.3%；2026—2030 年中速率和高速率年均增长率

5.00%和 5.3%；2031—2035年中速率和高速率年均增长率 4.00%和 4.3%。 

碳排放强度(T)：根据浙江省能源发展“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规划要求，碳排放强度 2015年比 2010年降低 19%，

2020年比 2015年降低 18%，2025年比 2020年下降 18%，2020—2030年的年均下降率为 3.89%。以此为基准设定低速率为 3.89%，

高速率为 4.85%，中速率为 4.36%。 

能源消耗强度(Ps)：根据浙江省能源发展“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规划要求，能耗强度 2015年比 2010年降低 18%，

2020年比 2015年降低 15%，2025年比 2020年降低 13.5%，“十四五”期间的年均下降率为 2.86%。按照此变化趋势设定基准情

景下 2030年比 2025年下降 11.5%，年均下降率 2.41%；2035年比 2030年下降 9%，年均下降率为 1.87%。以此为基准设定“十

四五”“十五五”“十六五”中速下降率分别为：3.20%、2.86%、2.41%，高速下降率分别为 3.43%、3.20%、2.86%。 

能源结构(Es)：根据浙江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设定 2020和 2025年浙江省煤炭占能源消费量比重分别

为 42.8%和 33.5%，2021—2025 年年均下降率 4.78%，2026—2035 年年均下降率 5.00%；中速率为 2021—2025 年年均下降率

5.27%，2026—2035 年年均下降率 5.49%；高速率为 2021—2025 年年均下降率 5.51%，2026—2030 年年均下降率 5.7%，2031—

2035年年均下降率 6.36%。 

产业结构(Is)：根据浙江省 2005—2020年二次产业结构变化，设定低速率为 2021—2025年年均下降率 3.70%，2026—2035

年年均下降率 4.50%；中速率为 2021—2025年年均下降率 4.10%，2026—2035年年均下降率 5.30%；高速率为 2021—2025年年

均下降率 4.30%，2026—2035年年均下降率 5.50%。 

3.2浙江省碳排放峰值预测 

碳排放达峰不是表示某一年 CO2排放量达到峰值，而是指从这一年开始某一地区碳排放量出现稳定下降的趋势
[29]
。从图 2分

析可知，基准情景、低碳情景和强化低碳情景下浙江省分别于 2028年、2025年和 2023年达到峰值，峰值分别为 3.93、3.87和

3.85亿吨。其中基准情景下，2020—2028年浙江省碳排放呈缓慢增长趋势，于 2028年达到排放峰值，比 2005年碳排放量提高

了 47.07%；2028—2035年碳排放量开始缓慢下降，到 2035年达到 3.87亿吨。低碳情景下，2020—2025年期间浙江省碳排量处

于小幅波动状态，于 2025 年达到排放峰值；2025—2035 年碳排放开始迅速降低。强化低碳情景下，浙江省碳排放于 2023 年达

峰，比基准情景下的达峰时间提前了 5年，2023年后碳排放迅速下降，至 2035年降到 3.51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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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浙江省三种情景下碳排放峰值预测 

4 结论与建议 

人口、能源结构、人均 GDP、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人口、能源结构、人均 GDP是浙江省碳减排的

主要影响因素。情景预测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在基准情景、低碳情景和强化低碳情景下分别于 2028 年、2025 年和 2023 年达

到 CO2峰值，但是峰值大小排序为：基准情景下 CO2峰值>低碳情景 CO2峰值>强化低碳情景 CO2峰值。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建议：(1)加快能源结构调整，降低煤炭占比，加大生物质能、天然气等低碳能源和核电、水电及

其他无碳能源开采利用的技术研发力度，构建多元化的低碳能源体系。(2)人口作为影响浙江省碳排放的重要驱动力，应从提高

人口质量，构建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方面来弱化其影响力。提高人口质量进而促进社会技术进步，减少能源消耗，降低碳排放。提

高人民环保意识，倡导全民节能减排，构建绿色低碳生活方式。(3)优化产业结构，降低二产比例。加大科技创新研发力度来助

力产业转型升级，完善配套的政策措施来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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